
从古文字看晚商时期商王朝对山东

沿海食盐的经营

（王 祁 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作为日常烹饪所需物品，盐卤在中国经济

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盐业考古的兴起，

商周盐业遗址不断被发掘，研究者不仅能够借

助陶器形制的相似性建立都城遗址与制盐遗

址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还可以进一步判定商王

朝曾直接参与到渤海沿岸海盐业生产的控制

与管理中

[1]

。 方辉从宏观层面关注商王朝与鲁

北方国在盐业上的互动，并根据海盐产地山东

滨州出土的“卤”族铜器判定滨海地区有商王

朝派遣的盐业官员

[2]

，为认识商王朝管理盐业

生产提供了直接证据。 除此之外，冯时利用甲

骨金文材料，重新考证商周盐业

[3]

，也加深了对

商周时期中央政府控制与管理盐业的认识。 但

是，也有一些问题尚需学界深入讨论，如中央

政府管理盐业的具体措施以及由中央到地方

的盐业管理体系等，均尚不明了。

笔者研读商周古文字材料与考古材料时

发现，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商代举族和甾族参

与经略东方盐业，并控制着由东向西盐道中的

某些重要地点（如湡地），这对认识商王朝获取

和管理食盐的方式很有帮助。 因此，本文以这

些地名和族名为线索，试就商王朝对山东沿海

食盐的经营问题进行探讨。

一 湡地考

1957 年， 济南长清县南 15 公里兴复河北

岸出土了大批商代铜容器，且多数铜容器有铭

文，其中 8 件带有“举”字铭文

[4]

，分别是举

卣、举觯、举觚、举爵及 4件举亚 爵

[5]

。 这批带

有“举”字铭文青铜器的年代多为殷墟三、四

期

[6]

。 该文还报道了山东博物馆藏的 5 件长清

出土的铜器，其中两件方鼎和一件瓿形卣皆有

“举，祖辛，禹，亚 ”铭文（图一 ∶ 1~4），一件罍

有“举，祖辛，禹， ”铭文（图一 ∶ 5）。 这几件铜

器形制厚重，方鼎纹饰精美，铜豆圈足较粗短，

皆有殷墟三期铜器风格。 这两批铜器即使不是

同一遗址出土，埋藏地也相距不远。

图一所示四组铜器铭文皆属于复合族徽，

其中“举”“禹”“亚 ”的关系是需要讨论的重

点。 学界对族徽性质已经有较为一致的看法，

普遍认为“族徽”代表着文献中的“氏”，是族氏

铭文

[7]

。 对于复合族徽的性质，学界虽尚未有统

一的看法， 但多认为复合族徽代表族氏分化，

如林沄认为是族氏名附加地名、职事、封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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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变化

[8]

，朱凤瀚认为是族氏的分族及分

族更小分支名号

[9]

。 这些认识确实符合商周族

氏分衍的普遍规律，文献中的相关例子不胜枚

举，所以笔者也赞同复合族徽代表着族氏的分

化。 如此，图一中的复合式族徽可以分为主族

徽“举”，以及分族徽“亚 ”。

那么如何认识“禹”？ 多数学者认为“禹”可

能是作器者的私名

[10]

。但是，“禹”位于“祖辛”之

后，不大可能是作器者私名。 商周时期有很多

三族徽复合在一起的例子（图二），与图一中的

“举”“禹”“亚 ”并列形式一致，所以笔者认为

“禹”更可能是复合族徽之一。 而且，山东桓台

史家遗址出土了一件“举禹父戊”圆鼎

[11]

，颈部

饰粗疏兽面纹，无地纹，与琉璃河墓地出土周

初复鼎

[12]

形制接近，其年代已经到了

商末，与长清出土的带有“禹”铭铜器

存在较长的时间差。 这就更加确定

“禹”是族徽，而不是私名。 是以，

笔者认为“禹”也应该是分支族徽。

“禹”作为族徽，很可能来源于举

族在东方的一处封地。 晚商晚期的

甲骨金文有一个“湡”字，从水从禺，

写作“ ”“ ”“ ”“ ”等形，或本为水

名， 甲骨金文用为地名。 笔者认为

“湡”或为族徽“禹”的来源。原因有二。

其一，音与形上联系密切。上古

音“禺”是疑母侯部字，“禹”是匣母

鱼部字，声母皆是喉音，韵目接近，

所以古籍中从 “禹” 得声之字与从

“禺”得声之字有混用之例，如“偊”

之作“偶”、“寓”之作“ ”

[13]

。 出土文

献也有这方面的证据， 如阜阳汉简

《诗经·唐风》有“独行 （左侧残，

不知是否有字）”， 毛本作 “独形踽

踽”

[14]

。 从晚商时期的甲骨金文来

说，“禺”与“禹”字形接近，如上举

“湡”字所从的“禺”可以写为“ ”形，

与图一长清出土的铜罍铭“禹”字“ ”

完全一致， 表明二者在商代已有

混用之事。 所以从字音与字形上

看，商代的“禺”可以写作“禹”。

其二，地理上的一致。 “禹”的铜器出土于

山东，表明“禹”与商之东土有密切关系。 甲骨

文中的“湡”地也位于东方，卜辞有：

……雚（观）湡，亡……

《屯南》2212【无名组】

[15]

王其雚（观）日出，其 于日， 。

弜祀。

弜 。

其 湡，玉其焚。

其沉玉。

，其五牢。

其十牢。 吉。

《屯南》

2232【无黄】

图一 山东博物馆藏长清县出土铜器铭文拓片

1、2. 瓿形卣 3. 方鼎 1 4. 方鼎 2 5. 罍

图二 商周金文中三族徽复合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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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辞是同一事之卜，“ ”即“截”字，有度

居、测量之义，在此是揆度日影正方向之祭；“ ”

像双手持礼璋形，为秉璋的本字，“ 湡”就是在

湡地秉持玉礼璋，以祭日神；湡地，是位于海岱

地区的传统观日祭祀的特定地望的标位之处，

即《说文》中的“堣夷”、《尧典》中的“嵎夷”

[16]

。

还有一条卜辞可以进一步证明晚商的湡

地位于东土。 卜辞有：

□子卜，在□ ，〔贞〕：……于湡，往来

……王来征三封方……

《合集》36531【黄类】

[17]

“湡”是商王征伐“三封方”路径中的地名。 “征

三封方”很可能与“十祀征人方”有关，卜辞有：

□戌王卜……〔戋〕三封……不 翦

……亡害在 ……

《合集》36529【黄类】

甲午王卜，贞：作余酒朕

□酉，余步，

比侯喜，征人方。上下、 示受有祐。不

翦，忧。 告于大邑商，〔亡害〕在 。 王占曰：

“吉。 ”在九月。 遘上甲 ，唯十祀。

《合集》

36482【黄类】

“征三封方”卜辞与“十祀征人方”卜辞中都出

现“ ”地，说明二者征伐地点有重合之处，可

以进一步证明湡地位于殷之东土。

综上两点，“湡”与“禹”都与东土有关，二者

字形、字音又关系密切，所以笔者认为长清出

土的族徽“禹”来源于举族的封地“湡”

[18]

。 以封

地为分族族徽，这符合商周时期族氏分衍的基

本特征，即“胙土命氏”。 从“禹”铭铜器的发现

来看，长清是该族徽铜器年代最早、出土最集

中的地区，所以湡地很可能位于长清。

湡地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处与山东食盐

有关的地名。 西周早期小臣 簋有铭：

东夷大反， 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

夷，唯十又一月，遣自 ，述东 ，伐海

眉， 厥复归在牧 ，伯懋父承王令赐师

征自五 贝，小臣 蔑历，眔赐贝，用作宝

尊彝。

《集成》

4238

[19]

，传出自河南浚县

此铭是说伯懋父征东夷归来后，伯懋父受王命

赏赐师 征自五 之地的贝币，这里的“五 ”

明显属于东夷。 关于“ ”，于省吾《尚书新证》

认为即《尧典》中的“嵎夷”，系东夷的一种，“以

其背山故作嵎，以其面海为潟卤之地故作 ”

[20]

。

冯时也认为“五 ”即《尔雅·释地》“齐有海隅”

中的“海隅”之地

[21]

。 其说皆可从。

从小臣 簋铭文来看，商代的湡地是一处

与盐关系密切的地点，它可能盛产盐卤，也可

能是盐卤的储存之地，商王封举族于此，当是

为了获取东方的食盐。

二 举族的迁移及其对湡地食盐的管理

关于举族，学界讨论最多的是该族地望，如

李伯谦认为举族位于殷西

[22]

，但多数学者仍认

为晚商时期举族位于山东地区

[23]

。 从宾组卜辞

中举族参与征伐 “ 方”（《合集》6341、6342 和

《英藏》

566

[24]

）及举族追伐殷西族群“ ”“ ”

（《合集》5455） 的情况来看，“举族位于殷西”的

观点不是没有道理，至少殷墟早期举族确实更

可能位于殷西。 陈絜曾以西周时期庚姬器（《集

成》

10576）、庚姬鬲（《集成》637）中的称名情况

推断举族为媿姓

[25]

，赵庆淼则根据文献中媿姓

族群多聚居于山西境内认为举族势力范围大

致不出晋西南的河、汾之间一带

[26]

。这些观点都

值得重视。 不过， 商末时期商人曾大规模征伐

东方的夷方，举族也积极参与到这场战争（小

子 卣，《集成》5417； 小子 鼎，《集成》2648），

表明商末举族的活动范围已转移到山东地区。

由举族铜器的分布情况，可以更清晰地看

到举族应在殷墟三期前后迁往山东地区。 在殷

墟早期，举族铜器主要分布于安阳殷墟及西安

老牛坡遗址。 殷墟出土的举族铜器有殷墟早期

者，如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收藏的传出自安阳

大司空村的青铜大口尊（《集成》

5446）、日本东

京出光美术馆藏一件铜簋（《集成》2941）、《邺中

片羽·初集》著录的一件铜戈及一件铜钺

[27]

，皆

是较为典型的殷墟二期形制。 老牛坡遗址曾收

集一件青铜豆，内底有“举”铭及日名“父癸”

[28]

。

该豆外腹有八组凸旋涡纹环绕一周，圈足饰蕉

叶纹四组， 每组蕉叶纹内为兽面， 与侯家庄

■ 从古文字看晚商时期商王朝对山东沿海食盐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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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号大墓出土的漆木豆

[29]

形制、纹饰接近，其

年代也当是殷墟二期。

但是殷墟二期以后，殷西不再出土举族铜

器。 相反，除了殷墟继续出土举族铜器及郑州

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带有“举”铭铜觚

[30]

外，殷墟

三、四期的举族铜器主要出自山东地区，如前

举长清和桓台两地出土的铜器。 另外，1981 年

北京挑选出一组 28 件青铜器， 其中约有 20 件

带“举 ”族徽铭文，相传出自山东费县

[31]

，也可

为证。

综合晚商甲骨金文及举族铜器铭文材料，

举族本居于殷西，在殷墟三期前后大规模迁往

山东地区。 如果这背后没有商王的政令及商王

朝的国策作支撑，是无法想象的。 笔者认为举

族迁移山东是商王朝希望借其力量控制和管

理东方盐业的结果，这一点从长清兴复河遗址

附近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中可以得到证明。

举族参与山东地区盐业管理的观点还可以

由商末小臣 鼎（图三）来说明。小臣 鼎有铭：

王赐小臣 湡积五年， 用作享大子乙

家祀尊。 举，父乙。

《集成》

2653

兮甲盘有铭 “王令甲政辞成周四方积”（《集成》

10174），可见 “湡积 ”

是来自湡地之积的意

思。关于“湡积”，学界

多认为“积”为“刍米

菜薪”（《左传·僖公三

十三年》 杜预注），但

金文也多见 “卤积”，

如晋姜鼎有铭 “卤积

千两”（《集成》2826）、

戎生钟有铭 “嘉遣卤

积”

[32]

，可见“积”还包

括盐卤。 湡地与盐卤

关系密切， 那么小臣

鼎中的“湡积”就有

可能是指湡地的卤

积， 湡地未尝不可能

是商人获取食盐的重

要储藏地和中转地。

小臣 鼎中的族徽铭

文是“举”，说明器主

图三

小臣 鼎

铭文拓片

图四 黄河三角洲地区制盐遗址群聚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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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臣 属于举族。 湡地是举族的封地，商王又

用“湡积”赏赐举族的小臣 ，这应该不是巧

合，或许暗示小臣 受赐的原因是举族在湡地

的突出政绩，商王特意用“湡积”表彰之。 当然，

无论商王是否因为举族在湡地的政绩赏赐小臣

，小臣 鼎都显示只有商王才能决定湡地卤

积的分配， 举族只是代商王管理和运输该地的

食盐。

殷墟卜辞中有较多“小臣”刻辞，一般来说，

“小臣” 后加缀私名的都是商王较为看重的大

臣，如小臣 （《合集》5571 反、5572 反）、小臣

（《合集》27879）、小臣 （《合集》36481 正）

等。 举族可以接受商王赏赐，任职商王朝的“小

臣”，这一方面说明举族地位崇高，另一方面也

说明举族是商王控制下的大家族， 而不是独立

于中央王朝、不受商王管辖的家族。

值得注意的是， 晚商晚期殷墟遗址也常发

现举族铜器， 如

1985 年刘家庄北 M9 出土的 6

件带有“举”字铭文铜器

[33]

、西北岗 1601 号墓出

土

1 件带有“ ”字铭文铜簋

[34]

，表明晚商晚期举

族与殷墟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是以，举族受封于

湡地，管理该地规模巨大的食盐储存，又与商王

和王都关系密切， 这足以证明举族是商王封于

鲁北地区代商王管理该地区盐业的重要家族。

三 甾族对沿海制盐作坊的管理

根据燕生东对渤海南岸聚落群的研究

[35]

，

晚商时期渤海南岸的盐业遗址大体可以分为两

类。 第一类是位于距现今海岸 5~30 公里范围

内、海拔 5 米以下、蕴含丰富地下卤水的海积和

海河积平原上的制盐遗址， 典型者如莱州湾沿

岸的寿光双王城遗址

[36]

、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沾

化杨家遗址群

[37]

。 这类遗址出土的盔形器一般

占陶器总数的

95%以上， 生活器皿数量较少，

且出土的绝大多数盔形器腹部内壁都有煎煮盐

卤后的白色垢状物， 表明这些遗址虽可作盐工

临时住所，但主要起着制盐作坊的作用。第二类

是位于上述遗址群内侧、 分布在今咸淡水分界

线两侧地带的遗址， 如黄河三角洲地区的阳信

李屋遗址。 李屋遗址出土陶器中的盔形器占比

约

50%，比例远低于第一类遗址，且所出盔形

器的底部未见烟炱灰及粘有草拌泥的烧土，内

壁也未见白色垢状物， 发掘者认为该遗址很可

能是盐工及其亲属的居住地

[38]

。 李屋遗址附近

有多处这类适合盐工居住的遗址， 形成与作坊

群对应的居住聚落群（图四）

[39]

，滨州兰家遗址

即为此遗址群中的一处。

兰家遗址等级较高，多次出土青铜礼器，遗

址北部及东部又分别发现制骨作坊、 大量墓葬

和多座殉马坑

[40]

，可见该遗址是渤海南岸的一

个中心聚落。 这一中心聚落还出土有大量盔形

器，暗示该遗址的功能与盐业生产及管理有关，

它承担着管理周边小型盐业遗址及盐工的职

能。 1954 年，兰家遗址发现晚商青铜器 5 件，为

两觚两爵一卣，可能是同一墓葬出土

[41]

。 其中颇

引人注意的是铜卣盖与底有铭“ ”。 方辉将其

释为“卤”，认为兰家遗址的主人负责滨海地区

海盐的生产与供给，很可能是一位“卤小臣”或

其下属

[42]

；冯时释其为“甾”，认为兰家遗址的主

人以制造盛盐之甾器为职

[43]

。 西周中期兔盘有

21

图五

安阳市博物馆藏甾鼎与西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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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赐兔卤百 ”，“ ”从“甾”，郭沫若指出“甾”

乃缶属，约是盛卤之器

[44]

。 考虑到“ ”字形与圜

底容器相似，腹部横竖似是交错的纹饰，而兰

家及周围遗址发现大量商末周初盔形器，故笔

者也倾向将“ ”释为“甾”。 兰家遗址的甾族应

是制作或管理盔形器的家族，这一家族很可能

直接参与和管理渤海南岸的盐业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 甾族青铜器也见于殷墟。

1999 年，安阳市博物馆收集到小司空村出土的

3 件器物，分别为铜鼎、铜觯、陶鬲，出自一座被

破坏的墓葬中

[45]

。鼎，腹部较深，下腹微鼓，柱足

较细， 口沿下饰三组由夔纹组成的兽面纹，内

壁有“ ，作父癸彝”铭文（图五 ∶ 1），属殷墟四期

早段。 觯，敞口，细腰，垂腹，高圈足，腰部饰三

组夔纹，盖纽呈莲蓬状，盖底均铸有“丁卯， 赐

贝于 ，用作祖丁彝”铭文（图五 ∶ 2），属殷墟

四期早段。 鼎、觯时代一致，与共出的陶鬲年代

接近，作器者很可能是一人，铭文中的“ ”用为

族徽，与“ ”无疑是同一个字，释作“甾”。 “ ”觯

中的“ ”可能是甾族作器者的私名，可释为“西”。

殷墟小司空村出土的甾族铜器，与殷墟出土

举族铜器类似， 可能都是在朝为官者的遗留

[46]

，

显示出甾族与商王朝的密切关系。 如果细究西

觯铭文， 我们就可以把甾族与举族串联起来。

西觯铭文提到“西”受赐于“ ”，表明“西”很可

能是“ ”的下属。 “ ”又见于小子 簋，铭文

为“癸巳， 赏小子 贝十朋，在上 ， 唯令

伐夷方， 宾贝，用作文父丁尊彝，在十月四。

举”（《集成》

4138）。 对 自称为“小子”，那么

应该是 的家族长辈，故 也属于举族。从西

觯铭文可知，举族地位高于甾族，而甾族直接管

理着沿海盐业生产， 这就可以合理推测举族能

够通过管理甾族来参与沿海盐业生产的经营。

是以，通过殷墟小司空村出土的甾鼎和西觯

可知，甾族不仅在商王朝的控制之下进行盐业生

产，该族很可能还要接受举族的指挥，这也反过

来说明举族亦可以直接控制沿海食盐生产活动。

四 殷墟的盐官

除了具体的家族，商王朝还有管理盐业的

官员，就是“卤小臣”。 卜辞有：

呼邑。

卤小臣其又邑。

《合集》5596【师小字】

《周礼·天官》载：“盐人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

盐。祭祀共其苦盐、散盐。宾客，共其形盐、散盐。

王之膳羞，共饴盐，后及世子亦如之。 凡齐事，

盬以待戒令。 ”

[47]

从小臣的职事来看，商代的

“卤小臣”或即周代的“盐人”，负责管理商王朝

的盐业事宜， 是盐业生产与管理的最高官员。

卤小臣能够拥有自己的属邑，可见商代卤小臣

地位并不低。 卜辞有：

己酉卜，宾贞：肈卤。

《合集》7023 正【典宾】

以

□（卤？ ）五。

《合集》7023 反【典宾】

……以卤。

《合集》19497【典宾】

壬戌〔卜〕：令 取卤。 二月。

《合集》7022【典宾】

戊戌卜，贞：曰： 其比卤□。

《合集》20177【师小字】

“肈”有征集的意思，“肈卤”即征集收取卤盐；

“以”有致的意思，“以卤”是向商王致贡卤盐；

“取”是获取的意思，“取卤”是获取地方贡纳的

卤盐。 这表明商王朝的食盐是由地方供应，地

方所贡之盐，当归“卤小臣”管理。 上举卜辞中

的“ ”是武丁时期的大臣，商王令 取盐，不知

是否兼职卤小臣。

有研究者认为，晚商时期殷墟所需食盐大

部分来自西北的运城盐池

[48]

。 运城盐池开发时

间不晚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

[49]

，晚商时期商

王朝经常与位于这一区域附近的 方、土方等

敌对方国发生战争，未必就不是为了争夺该地

区的盐卤资源。 而且，晚商时期晋西曾发现大

量商式青铜器

[50]

，晋南闻喜酒务头墓地也出土大

量晚商青铜器

[51]

，表明商王朝与晋西、晋南有着

较为频繁的交往。 可见，即使到了晚商时期，殷

墟依旧有可能从运城盐池获取盐卤。 但笔者并

不认为晚商食盐主要来自运城盐池，毕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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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殷墟出土的陶盔形器

1. 白家坟 VDT4⑥5 ∶ 3 2. 花园庄东地 H1 ∶ 9 3. 小屯西地 1972ASTT

11A⑥B ∶ 10

1

2

3

晚商以后，晋南地区商文化遗址锐减

[52]

，商文化

势力大规模退出晋南地区。 同时，频繁的战争

也使得这一区域不可能有着较为稳定的开发

和运送盐卤的环境。 因此，商人在晚商时期应

该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大规模开发运城盐池。

相反，晚商时期殷墟多次发现具有渤海南

岸特点的盔形器（图六），证明了殷墟与鲁北地

区煮盐遗址之间的密切关系，故笔者认为殷墟

甲骨文中的“卤”多可能来自东方。 这一点还可

以由以下两方面的证据来证明。 一方面，虽然

文献中有“卤，西方咸地也，东方谓之 ，西方

谓之卤”（《说文·卤部》）、“山东食海盐， 山西食

盐卤”（《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但商周甲骨

金文中的“卤”“盐”并不具有地域性。 同样是来

自运城盐池，盐卤在上举晋姜鼎与戎生钟中被

称为“卤”，在霸伯簋和霸伯 中被称为“盐”

[53]

，

这一“盐”定然不会是来自东方。 上举小臣 簋

中的湡地从卤从禺，暗示山东的海盐也可以被

称为“卤”。 可见，卜辞中的“取卤”未必不可能

是取东方之卤。

另一方面，卜辞中有一些材料可以直接证

明“卤”与山东的关系。 卜辞有：

辛未卜， 贞：令攸令□ 卤。

《合集》4340 正【典宾】

《合集》

11163 有“ 物牛”，与本辞中的“ 卤”

结构相似，其中的“ ”似都有收集、征取之义。

“攸”又称“攸侯”（如《合集》

32982），出现在征人

方卜辞（如《英藏》2525），可见“攸”是商王封在

山东的诸侯。 “攸”与征收盐卤有关，暗示“卤”

来自于山东地区。

卜辞还有：

癸未王卜，在 ，贞：旬亡忧。 王占

曰：“吉。 ”在十月。 唯王 卤，雨。

《合集》

36756【黄类】

“卤”应该是一处生产盐卤的地名，早期卜辞中

的“卤”当产于此地。 从文献的角度来看，卤很

可能与山西地名有关，如《春秋·昭公元年》有

“大卤”、《汉书·地理志》代郡有“卤城”。但是，卜

辞中的卤地并不在今山西。 在黄组卜旬辞中，

常见整版卜辞都占卜由所在的某地 “步于”或

“田于”某地，可以知道该版卜辞中的地名往往

相距不远，此乃卜辞系联法

[54]

。这种方法虽不能

准确求得同版卜辞地名相互距离，但却能求得

地名的大体方位。 以此方法，《合集》36756 同版

卜辞有“望”，“望”当与“卤”相距不远。 《合集》

36755 可以证明望地与 地相距不远，《合集》

36773 可以证明 地与元地相距不远，《英藏》

2562 可以证明元与伐人方卜辞中出现的危、

攸、永、 、 、沚等地相距不远。 可见，“卤”的

地望也应该在东方，而不是西方。 那么早期卜

辞中的“卤”自然也可产自东方。

故此，至少从武丁时期起，商王朝已经大

规模使用东方食盐，这与渤海南岸盐业遗址始

于殷墟一期的考古现象完全吻合。 “卤小臣”是

商王为了更好管理和利用整个王朝食盐而设立

的中央盐官，这一职官必然也会经营东方盐业。

五 结 论

综上， 商人在中央设立了卤小臣职官，分

封举族于湡地以确保盐道畅通，派遣甾族管理

盐业生产作坊， 这些都可以证明东

部盐业是在商王朝控制之下并由商

人贵族负责管理的。于是，从商王朝

的中心区安阳殷墟， 到东部盐业的

储藏和转运中心湡地， 再到直接管

理盐业生产的兰家遗址， 最后到盐

业作坊 （如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杨家

遗址群），晚商时期商王朝至少存在

四级盐业生产与管理等级。 这四级

生产与管理等级分别对应卤小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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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族—甾族—盐工。 由此可见，食盐官营的时

代不会晚于晚商时期，商王朝对东方食盐控制之

严、管理之细，远不是《禹贡》中“海岱惟青州，厥

贡盐 ”

[55]

一句所能覆盖的。

附记：安阳市博物馆周伟为本文提供了甾

鼎和西觯的照片， 此二器照片摄影为王志毅，

拓片为贺贵明，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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